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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陕西省为例

吴孔森 1,2，孔冬艳 3，王 银 1,2，杨新军 1,2

（1. 陕西省地表系统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127；2.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127；

3.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摘要：以陕西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借助ArcGIS平台分析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利用逐步回归、地理

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究，

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论如下：（1）2005—

2017年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整体呈现西安及其周边以及

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且乡村转型发展经历了低度转型主

导到较低、中度转型主导的发展过程。（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3）影响因素

中除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均呈现正向影响，且对不

同县域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制定陕西省乡村转型发

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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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对乡村的影响愈发明显，农村就业结构、产

业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1-3]。城乡在经济收入、社会福利以及科教文

卫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期“人走地不动”的现象导致

我国农村生产力短缺，宅基地荒废，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破败和乡村的空心化，致使我

国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4,5]，乡村发展亟需转型。乡村转型发展，是在乡村内外多

重因素影响下，乡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发生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就

业方式与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的现象及过程[6-8]，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城乡统筹的重要

路径。2018年2月，“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如何在快速转型发展期科学整合城乡发

展要素，重构乡村发展活力，事关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的大局。

对于乡村转型研究，国外学者多以“乡村重构”为主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

探索[9-12]。随着社会阶层分化与逆城市化的推进，乡村社会重构、乡村经济重构、乡村文

化重构等研究层出不穷。Woods[13]认为乡村重构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各

种生产要素与经济客体重新组合的结果。Cilliers等[14]以儿童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乡村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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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弱势群体活动空间优化对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Jones等[15]从乡村文化重

构入手，研究宗教文化对乡村文化重构的重要意义；Wilson等[16]对“地方”农村生产的

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乡村重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可见，由于乡

村发展阶段与研究范式的不同，国外研究多以乡村高度发展背景下的单个具体主体出

发，研究方法也多体现出较浓的人本主义色彩。

与国外研究不同，由于乡村发展进程较慢，国内乡村研究多以“乡村转型”为主题

进行，关注区域乡村的整体发展，研究视角经历了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分析，到影响

因素与机理探究的过渡。早期研究主要以乡村转型发展评价和时空演化特点为主。如，

龙花楼等[17]、刘彦随[18]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转型类

型与空间格局进行探究；屠爽爽等[19]从经济发展、空间演化以及社会发展等综合维度出

发，研究了乡村动态重构过程；李裕瑞等[20]对黄淮海平原地区乡村发展程度进行了定量

化评价，并揭示其发展类型与空间格局。这些研究虽对了解区域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与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忽视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的识别，研究结果对区

域乡村转型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支撑作用相对不足。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国家重大战略和

政策的需求，相关研究逐步向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理等深层次内容过渡。

如杨忍等[21]对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探究；郭炎等[22]分析了武

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及影响因素；鲁大铭等[23]以体制转换理论为基础，对渭北

高原苹果优生区乡村转型发展路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部分学者基于

不同视角探究了村域等微观尺度的乡村转型机理[24-26]。然而，该类研究虽对区域乡村转型

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分析，对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的推进与乡村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对影响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仍需进行进一步探讨，进而为

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综上可知，我国乡村转型研究经历了定量评价和时空格局演化到影响因素及其影响

机理的深层次转变，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些许不足：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的

研究仍以传统方法进行整体识别为主，对影响因素空间分布差异而造成的乡村转型发展

影响效应空间分异的深入探究关注较少，导致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路径及政策措施的差

异化设计支撑力度略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选取地理环境特征与社会经济区域发展差异

明显的陕西省为研究案例区，从人口、土地及产业等综合视角研究区域乡村转型时空演

变，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自然环境特征、地理区位特征以及产业经济特征等维

度识别乡村转型发展核心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

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东与山西省隔（黄）河而望，

西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相邻，东南与湖北省、河南省接壤，南以大巴山主脊与四川

省接界（图1），介于31°42′~39°35′N，105°29′~111°15′E之间，总面积约20.5603万km2。

陕西省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北部黄土高原区，沟壑纵横；中部关中平原区，地势平

坦；南部秦巴山区，山大沟深。不同的地理环境使陕西省北、中、南三区乡村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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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异，乡村发展进程各异。近年来，陕北、陕

南两地乡村劳动力逐步外流，乡村聚落衰退和社区集中

发展的趋势明显；关中地区乡村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

集，导致原有乡村农业生产方式和聚落体系逐渐瓦解。

因此，选取陕西省作为案例区进行乡村转型发展研究，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1.2 数据来源

乡村转型发展程度评价以县（市、区）为基本单

元。研究数据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数

据、地形数据、道路交通网络数据以及陕西省行政矢量

数据。其中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自《陕西省统计年

鉴》（2006年、2011年及2018年）、《中国县域社会经济

统计年鉴》（2006年、2011年及 2018年）、陕西省各市

统计年鉴及各县（市、区）统计公报（2006年、2011年

及2018年）；2005年、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

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土地利用矢量数据集；

2017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 10 m

土地利用数据集（http://data.ess.tsinghua.edu.cn）及其相

关演化提取。高程与坡度等地形数据源自地理空间数据

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 GDEMV2的 9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及其相关演化提

取；行政区、道路交通网络（2017年）等矢量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

统（http://www.webmap.cn） 1∶100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2017年）。由于统计口径的

变化，2017年部分县（市、区）劳动力人口及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数据缺失，由前期时

序数据线性拟合得出；此外，在不同时期个别县（市、区）缺失的统计数据，则由该县

（市、区）所属市的所有县（市、区）数据平均值替代。

1.3 研究方法

1.3.1 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内涵及机理辨析

（1）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内涵

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乡村对已有发展方式

的调整与革新。根据城乡关系以及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国内外学者对乡村转

型发展内涵开展了众多探究。Woods[13]认为乡村重构实质是农业地位下降，农村经济调

整，农村服务部门兴起和地方服务合理化的过程，是地方对内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响应

与调整的结果。龙花楼[27]将乡村转型发展界定为：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

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及交互作用，当地参与者对其过程及变化做出响应调整，

引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重构，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

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以及城乡关系等方面转变。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进行，区域国土空间功能定位逐步明确，在地域功能发展导向

限定下，乡村转型发展内涵与目标应结合区域发展定位及整体趋势科学考虑。陕西省横

跨黄土高原、关中平原以及秦巴山地三大地形分区。其中陕北黄土高原是重要的生态修

图1 研究区略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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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与保护区，受退耕还林工程的影响，乡村农业发展地位逐步降低，不断向着林果种植

方向转型，劳动力不断向着非农就业方向转移，进而推动着乡村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

调整。中部关中平原农业资源丰富，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但由于地处关中城市群，农业

种植受市场导向作用较强，区域乡村农业发展逐步朝着林果种植与商品化方向发展。陕

南秦巴山地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受地形条件以及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区域农业生产受

限，乡村经济重心较早地转向以外出务工为主的非农经济产业上，农业生产林经化明

显。鉴于此，将研究区乡村转型发展视为在内外部自然与人文经济作用的推动下，城乡

要素、工农要素流动重组并相互影响，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

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其他要素结构的根本转变。

（2）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乡村转型机理辨析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

而形成的具有综合多维性和动态演变性的

开放系统，人口、土地和产业是影响乡村

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28,29]。其中，土地

是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载体，人口是乡村

地域系统中最具能动性的行为主体，产业

是乡村地域系统的经济支撑，任何一个要

素的改变都会引起其他两个要素向特定方

向发生转变，进而推动整个乡村的转型发

展（图2）。

从土地系统来看，不同土地利用形态

在空间上的转变，使土地利用成为影响乡

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30,31]。耕地生产效率

提高导致乡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并增加，为

农村人口非农就业以及城乡空间流动提供

了条件。此外，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引起

土地产出效益的改变，从而影响乡村的生

产效率，改变乡村生产体系和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从产业系统来看，产业结构的发展

与升级可改变乡村劳动力从业结构。根据库兹涅茨法则，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

水平提高，第一产业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或工业部门、服

务部门的比例不断上升。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市场对乡村劳动力的质量与

数量的要求也会随之不断提高。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促使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以及

产出效益提升，部分农用土地会随着产业性质的改变而不断地向非农用地形态转变，土

地产出效益不断提高，进而推动乡村土地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从人口系统来看，人口就

业与居住的非农化转变，不仅能直接影响乡村经济及生产结构，同时也为乡村耕地的规

模整合与社区建设提供了可能，进而影响乡村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强度。此外，乡

村人口素质的提高，为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人才保障，进而影响乡村生产方

式与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整个乡村的转型发展。

1.3.2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基于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内涵及转型机理辨析，参考已有研究成果[8,32-34]，结合陕西省

图2 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内涵

Fig. 2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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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实际，遵循指标选取的代表性、科学性以及可量化性原则，构建乡村转型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目标层为乡村转型发展，准则层包含人口、土地以及产业等三个维

度，每一准则层又分别选择若干具体指标（表1）。

人口转型发展反映乡村人口结构的完善、从业结构的非农转变和人口在城乡间居住

空间位移与城乡人口收入变化的过程。因此，选取城镇化率、人口结构、从业结构以及

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乡村人口转型发展的表征指标。其中城镇化率反映区域人口整体发展

水平，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城镇化率越高，区域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进程越快；人

口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乡村劳动力结构与健康程度，劳动力人口越多，乡村发展

活力与潜力越大；从业结构反映了区域乡村人口从业状况，非农从业人员比例越多，说

明乡村从业层次越高；城乡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人口在贫富上的差距，在其

他条件一定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城乡发展越协同。

土地转型发展反映乡村土地利用集约化与城镇化过程，因此指标选取主要从区域土

地利用类型变化与农用地利用效益两方面进行，包含城镇建设用地比例、农村居民点面

积占比以及农用土地产出率三个指标。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占比可一定程度反映区域城

乡转换进程。城镇建设用地多由乡村用地转换而来，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乡村用地向城

镇建设用地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村土地利用形态的升级，进而提升土地利用效

益；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反映乡村居民点整体利用状况，在乡村人口日益流失的社会背

景下，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越大，表明以宅基地为主体的乡村居民点用地利用强度越

低，易导致乡村空心化问题；农用土地产出率反映农用地利用效率，农用土地产出率越

高，农用地利用集约化程度越高，乡村转型发展进程越快。

产业转型发展主要反映区域整体产业结构逐渐升级完善以及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过

表1 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目标层

乡村转

型发展

准则层（权重）

人口转型发展

（0.28）

土地转型发展

（0.38）

产业转型发展

（0.34）

指标层（权重）

城镇化率（0.27）

人口结构（0.24）

从业结构（0.26）

城乡收入差距（0.23）

城镇建设用地比例

（0.28）

农用土地产出率（0.39）

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

（0.33）

产业结构（0.23）

农业机械化水平（0.29）

农业产出率（0.27）

种植结构（0.21）

单位

%

%

%

%

万元/hm2

%

%

kW/hm2

万元/人

%

指标解释与说明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乡村劳动力人口与乡村总人口的比值

非农从业人员与乡村总从业人员的比值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乡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值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面积与区域总建设用

地面积的比值

农林牧副渔产值与农用地面积的比值

农村居民点面积与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

比值

农林牧副渔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

农用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积的比值

农林牧副渔产值与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

的比值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例

指标指向

+

+

+

-

+

+

-

-
+

+

-
注：考虑不同时期的单位货币购买力的差异，指标体系中农用土地产出率、农业产出率两指标在计算过程中，

先将农林牧副渔产值基于可比价的计算统一到2017年的水平，然后再进行指标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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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此，产业转型发展指标选取主要从区域产业结构整体状况与农业生产发展两个方

面进行，包含产业结构、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出率与种植结构四个指标。产业结构

反映区域产业与经济发展整体状况，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农林牧副渔业产值占比

越高，区域产业结构层次越低，区域乡村工业化与信息服务化发展不足，不利于区域乡

村整体的转型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出率以及种植结构反映区域乡村农业生产

水平高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产出率越高，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例越低，区域乡村农业生产商品化与市场化程度越高，乡村转型

发展进程越快。

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分层计算指标权重[8]，得到权重如表1所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指标层权重计算公式：

sij = ∑
1

n

( )rij - uij

2
（1）

wij = sij ∑
j = 1

m

sij （2）

准则层权重计算公式：

ri =∑
j = 1

m

wij × rij （3）

si = ∑
1

n

( )ri - ui

2
（4）

wi = si ∑
i = 1

3

si （5）

式中：下标 ij表示第 i准则层第 j个指标；r为指标标准化值（由于指标对目标指向不同，

指标标准化采用极差标准化分正负向分别进行）；u代表平均值；s代表方差；w代表权

重；n为县（市、区）的个数（个）；m为各准则层包含指标的个数（个）。

本文计算乡村转型发展指数来反映乡村转型发展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RT = w1 × r1 + w2 × r2 + w3 × r3 （6）

式中：RT为乡村转型发展指数；r1为人口转型发展指数；r2为土地转型发展指数；r3为产

业转型发展指数；r1、r2、r3可以根据式（3）计算得到；w1、w2与w3分别为人口、土地与

产业转型维度权重。

1.3.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使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为空间回归模型选取提供参考。根据空间自相关分析结

果选取地理加权回归进行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识别。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

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为研究区的每个单元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方程，用

于将各目标要素带宽范围内要素的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合并[35]。该方法将数据的空间

属性纳入回归模型，使变量间的关系可以随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反映参数在不

同区域的空间非平稳性。模型结构如下：

yi = β0( )ui, vi + β1( )ui, vi x1i + β2( )ui, vi x2i +⋯ + βs( )ui，vi xpi + εi （7）

式中：yi为样本 i的因变量；β0为截距；xpi为样本 i的第p个自变量；(ui, vi) 为样本 i的空间

坐标；βs(ui, vi) 为样本 i的第 s个自变量的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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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演变分析

借助ArcGIS 10.4软件，基于指标体系构成及权重，分别计算陕西省各县（市、区）

人口转型发展指数、土地转型发展指数、产业转型发展指数以及乡村转型发展指数，采

用自然断点法对计算结果按从低到高分为低度转型、较低转型、中度转型、较高转型与

高度转型五个等级（图 3），并对各等级县（市、区）个数进行统计（表 2）。具体分析

如下：

（1）人口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人口转型发展整体呈现

增长态势。低度、较低转型县（市、区）数量减少，由 2005年的 89个降低到 2017年的

26个；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县（市、区）数量持续增多，从 2005年的 18个增长到

2017年的81个（图3a1~图3a3、表2）。究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乡村劳动力从土

地中解放出来，乡村非农从业人员不断增多；此外，城乡差距与产业间经济效益差异的

客观存在，不断吸引乡村劳动力向城市与非农产业转移，进而推动了乡村人口的转型发

展。在空间上，2005年与2010年陕西省人口转型发展整体表现出关中核心地区与陕北能

源区高，其余地区相对较低的特点（图 3a1、图 3a2）。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区为陕西省经

济发展核心地带，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较高，对周边县区乡村人口转型发展影响带动作

用较大，进而推进了乡村人口转型发展的进程。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区域间人口流动

的空间限制逐渐减弱，截至2017年，原有的格局逐步被弱化，乡村人口转型发展的空间

差异逐步缩小（图3a3）。

（2）土地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土地转型发展整体呈现

持续增长态势。低度、较低转型县（市、区）由 2005年的 83个减少至 2017年的 49个；

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县 （市、区） 数量从 2005 年的 24 个增加到 2017 年的 58 个

（图 3b1~图 3b3、表 2）。究其原因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了农用地生产效率。此

外，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超过同期农村居民点的增长

速度，进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点在区域城乡建设用地中的比例，两类用地此消彼长，进而

影响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在空间上，土地利用转型格局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2005年

与2010年，陕西省乡村土地转型发展整体呈现陕北、陕南高，关中（西安市区除外）低

的特征（图 3b1、图 3b2）。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受自然环境影响，陕北、

陕南两区人口密度较低，导致农村居民点规模与关中相比较小，进而提升了区域土地转

型发展指数。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截至2017年，陕西省土地转型发

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前期有所缩小，除西安市区及其周边地区外，陕西省土地利用转型发

展以中度转型为主，县区间差异变小（图3b3）。

（3）产业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产业转型发展呈现持续

上升的趋势。低度、较低转型的县（市、区）由2005年的90个减至2017年的23个，中

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的县（市、区）由2005年的17个增至2017年的84个，变化幅度

较大（图3c1~图3c3，表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推进，区域产业结构逐步完

善升级，农林牧副渔产值比例逐渐下降，非农产业产值比例不断上升；此外，随着农业

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得以提升，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之人们思想观念的转

变以及经济效益的驱动，粮食作物播种比例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下降，水果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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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分布

Fig. 3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Shaanxi province in 20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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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植比例不断扩大，农作物产出效益得到提高，进而推动陕西省乡村产业转型向

前发展。在空间上，2005年乡村产业转型发展主要以低度转型为主。转型发展程度较

高的县区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狭长地带、陕北北部能源矿产区以及陕南汉中工业区

（图3c1），主要因为这些地区工业发达，产业结构中农业比例较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陕西省乡村产业转型发展逐步由低等级向高等级依次转换，逐步演化到 2010年以

较低转型为主、2017以中度转型为主的整体分布特点（图 3c2、图 3c3）。不同区域间，

转型程度高的县（市、区）依然分布在关中平原地区与陕北北部能源区，但与 2005年

相比，乡村转型发展程度更为集中，乡村产业转型发展程度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

（图3c2、图3c3）。

（4）乡村转型发展。时间维度上，2005—2017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呈现持续上升

的趋势。低度、较低转型的县（市、区）由 2005 年的 95 个减少至 2017 年的 51 个，中

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的县（市、区）由2005年的12个增加至2017年的56个（图3d1~

图3d3、表2），转型发展进程较快。在空间上，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出西安及

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但不同时期又

有各自特点。主要体现在：2005年与 2010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分布分别以低度

转型和较低转型为主，高值区分布区域较小，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图 3d1、

图3d2）。截至2017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以中度及其以上等级转型为主，中度及

其以上等级的县（市、区）个数高于 2005年和 2010年（图 3d3）。随着国家政策进一步

向乡村倾斜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将会继续向前推进，区域差

距也将进一步缩小。

2.2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识别及其作用效应分析

2.2.1 变量选取

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内外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及其产业基础等各种自然、社会、经

济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8,36]。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3,37]，结合陕西省区域实况，从自

然环境特征、地理区位特征以及产业经济特征等三个维度选取14个变量，对影响乡村转

型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诊断分析，变量选取见表 3。受数据可

获取性限制，陕西省 2010年以及 2005年交通网络数据缺失，本部分内容仅以 2017年陕

西省各县（市、区）乡村转型发展指数为因变量进行。

2.2.2 模型选取及运算结果

现存较多用于探索地理空间关系的数理空间模型，其中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

表2 乡村及其子系统转型发展等级统计

Table 2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level statistics of rural areas and its subsystems (个)

低度转型

较低转型

中度转型

较高转型

高度转型

人口转型发展

2005年

43

46

11

6

1

2010年

18

53

25

8

3

2017年

8

18

62

14

5

土地转型发展

2005年

57

26

19

3

2

2010年

31

39

24

9

4

2017年

13

36

37

17

4

产业转型发展

2005年

54

36

14

0

3

2010年

16

58

23

7

3

2017年

0

23

56

20

8

乡村转型发展

2005年

70

25

7

2

3

2010年

33

48

16

6

4

2017年

2

49

39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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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模型则被学者较多采用。然而两

种模型具有不同适用条件，GWR模型的前提是要素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存在空间自

相关性，则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有偏差[35,38]。运用GeoDa软件对陕西省107个

县域乡村转型发展指数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s I指数为0.656，通过0.05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

本文选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

进行诊断分析。

为了消除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对模型运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在使用GWR模型之前使用

逐步线性回归模型对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初步拟合，建立最优线性回归模型。以2017年

陕西各县（市、区）乡村转型发展指数为因变量，表3中的指标为自变量，在SPSS中利

用逐步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初步处理，运行结果显示该模型整体R2为 0.891，调整R2为

0.887，并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表4）；此外，有5个

解释变量通过了模型诊断，分别是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

以陕西省各县（市、区）乡村转型发展指数为因变量，以逐步回归结果中的五个变

量为自变量，利用 ArcGIS 10.4 中的 GWR 分析模块进行模型拟合。其中，核类型采用

“固定核”方法，模型带宽采用修正的Akaike信息准则（AICc），运算结果如表 5所示。

模型的校正可决系数为0.9218，拟合性能良好。GWR模型显示了每一个空间单元的特定

回归系数，对各系数值进行了特征统计，结果见表5。

2.2.3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ArcGIS 10.4软件中自然断点法对GWR模型结果中的自变量回归系数和标准化

残差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如图 4。人均耕地资源量、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

表3 变量和指标说明

Table 3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measures

维度

自然环

境特征

地理区

位特征

产业经

济特征

指标

海拔

坡度

地表起伏度

人均耕地资源量

加权路网密度

到最近市中心距离

到西安市距离

铁路是否路过

人均生产总值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地均财政支出

地均税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单位

m

(°)

/

hm2/人

km/km2

km

km

二值变量

万元

万元/hm2

万元/hm2

万元/hm2

个

计算方法

各县（市、区）的平均海拔，利用 90 m×90 m陕西省DEM

在ArcGIS中分区统计提取

各县（市、区）的平均坡度，利用ArcGIS坡度分析，并利

用分区统计提取

各县（市、区）的海拔的标准差，ArcGIS中分区统计提取

耕地面积/乡村总人口

ArcGIS密度分析，并利用分区统计提取

ArcGIS邻域分析

ArcGIS邻域分析

ArcGIS叠加相交分析

统计数据，地区生产总值与区域户籍总人口的比值

统计数据，地区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统计数据，地区年财政支出总额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统计数据，地区年税收总额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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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程度与方向各不相同，

各因子影响程度的空间差异明显。标准化残差值范围在 [-2.621, 3.782] 间，其中约

95.33%的值范围在 [-2.5, 2.5] 间，表明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

（1）人均耕地资源量。人均耕地资源量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相关关系

（图4a），即在其他因素一定时，特别是农业生产效率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区域人均耕地

资源量对乡村转型的发展起着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耕地资源虽为研究区农业生产提供

了资源基础，但受区域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地形条件限制，机械化生产难以大范围

地普及，农业生产对人力要求较高，对乡村人口的非农就业转移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

进而影响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程度。从空间上看，人均耕地资源量回归系数绝对值分布呈

现由南向北逐渐变小的特征，且空间异质性与其他四要素相比较大，表明人均耕地资源

量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从陕南到陕北逐渐降低。究其原因在于三区乡村因区位条

件的差异对耕地资源依赖程度不同。陕南地区受区位条件与生态功能定位影响，区域工

业化发展受到限制，耕地资源是乡村农户生计发展较为重要的保障依托，农户生计对其

依赖性较大，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所起的负向限制

表4 逐步回归模型运算结果

Table 4 Summary of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常量）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加权路网密度

人均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人均耕地资源量

R2

调整R2

F

Sig.

非标准化系数

B

0.233

0.053

0.124

0.006

0.005

-0.131

0.891

0.887

209.008

0.000

标准误差

0.011

0.005

0.016

0.002

0.000

0.022

标准系数

0.504

0.330

0.152

0.167

-0.053

t

21.068

10.556

7.745

3.957

2.921

-2.076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32

表5 GWR模型运算结果

Table 5 Summary of GWR results

人均耕地资源量

加权路网密度

人均生产总值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Sig.

AICc

R2

调整R2

平均值

-0.2395

0.1078

0.0095

0.0472

0.0003

0.0483

-330.4602

0.9218

0.9090

最小值

-0.402

0.0347

0.0012

0.0346

0.0002

上四分位

-0.3215

0.1033

0.0087

0.0455

0.0002

中位数

-0.2807

0.1091

0.0110

0.0464

0.0002

下四分位

-0.2111

0.1158

0.0121

0.0479

0.0002

最大值

0.0614

0.1424

0.0144

0.1278

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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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较大。关中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较高，非农就业及替代生计选择较多，乡村农

户对耕地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

所起的负向限制作用与陕南地区相比较小。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是我国著名的煤炭能源

基地。区域人均耕地资源虽较为丰富，但受脆弱生态环境及地形条件限制，耕地产出效

益较低；加之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区域乡村的非农从业环境，区域

乡村农户对耕地资源依赖性低，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

展所起的负向限制作用与陕南和关中地区相比较小。

（2）加权路网密度。加权路网密度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正相关关系（图4b），

即当其他因素条件一定时，区域加权路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乡村转型发展。

交通网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区域乡村社会

经济发展速度和对外开放交流程度，通过影响城乡间以及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对区域

乡村转型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从空间上看，加权路网密度回归系数绝对值从

关中向陕南、陕北逐渐变大，空间异质性比较明显，表明陕北与陕南两区交通网络对乡

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与关中地区相比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源于陕南、陕北与关中的地

形差异。关中地区地处平原，地势平坦，社会经济交流的空间障碍较小，城乡间及区域

间社会经济交流成本较小；与之相比，陕南与陕北分别地处秦巴山区与黄土高原，地形

崎岖，沟壑纵横，社会经济交流的空间障碍度大，提升了城乡间及区域间社会经济交流

图4 GWR模型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andardized residual an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GW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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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网络的依赖度更高，因此，陕南和陕北地区加权路网密

度的变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与关中地区相比较大。

（3）人均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正相关关系（图4c），

即在其他因素条件一定时，区域人均生产总值对乡村转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正向促进

作用。生产总值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能为区域再生产提供资本积累，

进而带动区域乡村转型发展。从空间上看，人均生产总值回归系数绝对值先呈现由北向

南增加，至关中地区后转由西向东逐渐增大的整体分布特点。虽然陕北人均生产总值高

于关中与陕南，但因其能源生产的产业定位特点，导致区域产值主要来源于煤炭等能源

化工产业，且再生产仍以煤炭能源化工为主，区域产值及其支撑的再生产对乡村转型发

展的带动能力相对较低。对于关中与陕南而言，人均生产总值回归系数绝对值由西向东

逐渐增加，表明人均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由西向东

逐渐变大。这种变化格局与区域乡村转型发展以及人均生产总值的空间特征息息相关。

首先，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除西安市外，关中与陕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整体呈现由西

向东逐渐变小的特征（关中：宝鸡 5.80万元/人，咸阳 5.24万元/人，铜川 4.18万元/人，

渭南 3.07万元/人；陕南：汉中 3.87万元/人，安康 3.66万元/人，商洛 3.18万元/人），而

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则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图 3）。由于东部人均生产总值较

小，且乡村转型发展程度较低，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人均生产总

值变化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边际效益较大，即人均生产总值每变化一个单位对乡村转

型发展影响作用较大。与之相反，由于西部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程度与东部区域相比整体

较高，乡村转型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区域人均生产总值变

化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边际效益与东部相比较小，即人均生产总值每变化一个单位对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作用与东部相比较小。

（4）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地均固定资产投入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正相关

关系（图 4d），即在其他因素一定时，区域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对乡村转型在一定程度上

有正向影响。受小农经济长期影响，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乡村转型发展更

多的是依赖投资带动和政策驱动。区域固定资产投入不仅可通过刺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

的涓滴效应带动乡村转型发展，同时乡村专项对口的固定资产投入可直接改善乡村社会

经济发展环境，进而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空间上看，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回归系数绝对

值分布呈现由关中到陕南、陕北逐渐变小的特征，空间异质性比较明显，表明地均固定

资产投入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从关中到陕南、陕北逐渐降低。究其原因在于三区

经济发展对乡村转型发展涓滴带动能力的差异。关中地区是陕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高，产业结构完善且关联带动作用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陕南、

陕北相比较高，因此，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对乡村产生的涓滴带动效应

越强，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与陕南、陕北相比较大。

（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与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

正相关关系（图4e），即在其他因素一定时，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

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工业企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对乡村

人口的非农转移具有较强的吸纳作用，同时还可通过相关工业产品与技术回馈，推动乡

村生产力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分析其空间特征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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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回归系数绝对值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变大的趋势，且空间异质性明

显，说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程度从陕北到陕南逐渐变大。虽

然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来说，关中地区（83.57/县市）远远大于陕北（42.96/县市）

与陕南（47.32/县市），但由于三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性质不同，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带动

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陕北和关中地区产业发展分别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为主，与三农

关联相对较弱，且对从业人员有一定的技能要求，对乡村转型发展带动能力相对不足。

陕南受区位条件与生态功能定位的限制，工业企业发展多以原料与劳动力指向型的食品

及其他加工工业为主，与乡村关联性较大，能够吸收大量乡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对

乡村转型发展的带动能力相对较强，影响程度较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以陕西省为研究案例区，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对乡

村转型发展内涵及机理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

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逐步回归、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空间分异进行探究，所得

结论如下：

（1） 2005—2017年陕西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低度、较低转型的

县区逐渐减少，中度、较高以及高度转型的县区逐渐增多。在空间上，陕西省乡村转型

发展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

程度低的特点，不同时期乡村转型发展的主导等级不同。

（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

人均耕地资源量等五个因素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均耕地资源量

对乡村转型发展呈负向影响，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对乡村转型发展呈正向影响。

（3）各因素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均耕地资源

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作用效应从陕南到陕北逐渐降低，加权路网密度的作用效

应从关中向陕南、陕北逐渐变大，地均固定资产投入的作用效应则从关中向陕南、陕北

逐渐变小，而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效应呈现由北向南增加，至关中地区后转由西向东逐

渐增大的整体分布特点。

3.2 讨论

本文从多要素综合视角对乡村转型发展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要素出发

探究乡村转型发展的不足；地理加权回归不仅识别了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影响因

素，同时也揭示了各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研究表明，相同影响因子对不同县域的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效应不同，因此，促进乡村转型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应根据区位条

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及动力来源等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本文研究结果中加权路网

密度、人均生产总值、地均固定资产投入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均对乡村转型发展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已有部分研究结果趋同[21,22]。这一结论虽然仍需大量的案例研究

加以支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乡村转型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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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影响。此外，耕地资源亦是影响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整体上对区

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虽与鲁大铭等[23]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趋同性，

但由于研究区均在陕西，不能说明此种作用效应具有普适性。耕地资源对乡村转型发展

所起的作用方向不可一概而论，应结合区域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

等综合分析。本文所得结论在农业发达地区是否依然适用，仍需大量不同区域的案例研

究进行进一步探讨。

乡村地域系统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

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开放式系统，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因子变量复杂多样。这些因子可

单个或通过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整个乡村的转型发展。如地形条件不仅可直接影响乡村

土地利用以及产业结构，还可通过影响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外部资金、信息及技术等生

产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乡村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仅可直接

改变劳动力从业结构，同时还能通过影响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来改变对乡村固定资产以及

财政投入的力度，进而影响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因此，利用地理探测器、交互回归等方

法分析研究区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探究影响因素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

响路径，是推进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切口。

此外，由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区域乡村发展的特色性，不同区域、不同尺

度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尺度乡村转型发展影响

因素的选取应有所差别。本文是一个以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中宏观区域的实证研

究，乡村转型影响因子的选取多以研究单元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产业经济特征为

主，主要探究共有区位特征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然而，在微观尺度，如基层组织、

乡村旅游发展以及特殊经济作物种植等，均能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如鲁大铭等[23]

研究了苹果种植对黄土高原微观村域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吴孔森等[26]探究了乡村旅游

发展对旅游专业村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机理等。这些研究对区域特殊扰动力影响下微观

乡村转型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促进微观尺度乡村转型发展指导政策的制定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因此，应在区域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空间分异空间格局

研究基础上，选取代表性微观村域，探究特色扰动力（旅游发展、种植结构调整等）对

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路径及机理，亦是完善乡村转型研究体系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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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i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ffects:

Take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U Kong-sen1,2, KONG Dong-yan3, WANG Yin1,2, YANG Xin-jun1,2

(1.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Xi'an 710127,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3.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aking Shaanxi province as the case study area,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with rural core elements such as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effects were

discern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model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Shaanxi province. Ou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From 2005 to 2017, the degre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anxi showed a continuous upward trend. In the province,

Xi'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s well as the energy area of northern Yulin city developed fast,

and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being led by lower- level

transformation to low-level and moderate-level transformation. (2) Fixed asset investment per

unit land, weighted road network density, per capita GDP,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and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3) Except for the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which

restricted rural development, other factors had positive effect in promot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has different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different counties,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fluence effect is obvious.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haanxi province to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influenc-

ing factor;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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